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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

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

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

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

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

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

“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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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ience,
 

the
 

production
 

mod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academic
 

science"
 

to
 

"post-academic
 

science".
 

The
 

role
 

of
 

scientists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single
 

"academic
 

scientists"
 

to
 

"post-academic
 

scientists"
 

with
 

multiple
 

role
 

modalities,
 

including
 

academic
 

scientists,
 

industrial
 

scientists
 

and
 

government
 

scientists.
 

With
 

the
 

deep
 

interweaving
 

between
 

scientif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factors,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tists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dilemmas,
 

such
 

as
 

role
 

dislocation
 

and
 

alienation,
 

"cross-border"
 

issues
 

in
 

scientific
 

field
 

and
 

social
 

field,
 

imperfect
 

guarantee
 

of
 

role
 

orientation
 

system,
 

and
 

the
 

public's
 

misunderstanding
 

scientists'
 

role.
 

The
 

nature,
 

roo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dilemmas
 

will
 

be
 

interpre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romoting
 

the
 

unity
 

between
 

both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perfect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f
 

scientists
 

role,
 

building
 

a
 

scientific
 

ethics
 

ruling
 

system
 

with
 

practical
 

pertinence,
 

promoting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ole
 

function
 

of
 

post-academic
 

scientists
 

and
 

to
 

optimiz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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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学院科学家”,并非表征某一个特定科

学家角色的专有名词,而是对后学院科学模式

下科学家群体的总称,即后学院科学时代的科

学家群体。约翰·齐曼(John
 

Ziman)在《真科

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中以自然主义方法描

述了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角色的诸多新特

征,他指出,“热心全世界沟通的后学院科学家,
主要是大学、政府实验室、慈善基金会或工业企

业的专职雇员。他们不用对研究中所用的精密

设施担负个人支付责任。他们行动的真实经济

基础是政府实体、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的联合

体。”[1](P97)也就是说,相较于传统“学院科学家”
而言,“后学院科学家”在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

方式等方面具有许多新特点并呈现出多元化的

角色样态。正如布里奇斯托克(M.
 

Bridgstock)
等人所揭示的,后学院科学是一个种类庞杂和

性质复杂的活动,主要有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和

政府科学三种科学类型[2](P23),相应地,科学家

群体也呈现出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

科学家等角色类型并存和相互转化的态势。不

同角色样态的科学家各自具有特定的职责和行

为范式,如果笼统地对他们进行单一的角色定

位,将难以准确反映后学院科学的社会运行状

态。可以说,对不同类型科学家角色进行合理

定位,既是科学家发挥自身角色功能的基本前

提,也是优化科技治理的重要条件。但是,随着

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日益推进,科学研究活动不

再仅仅由知识逻辑所驱动,而是在知识逻辑、市
场逻辑和政治逻辑深度交织下展开,给“后学院

科学家”角色定位带来诸多难题和困境。鉴此,
本文拟对“后学院科学家”多元角色样态进行阐

释,并分析其角色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

应对之策,以期为优化科技治理提供一些有价

值的理论参考。

  一、“后学院科学家”多元角色样态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

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在学院

科学模式下,科学研究活动较少受到实用和功

利目的影响,科学家与社会的关系处于疏离状

态,他们躬身于实验室、心无旁骛地探求真理。
随着科学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效用的

外部压力和科学共同体的内在诉求,使得学院

科学这一稳固的建制和文化进入到一个飞速变

革时期,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等方面都发

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

革[1](P80),即后学院科学时代来临。正如“后常

规科学”[3]、“知识生产模式2”[4]等所揭示的,现
代科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模式转换,正日益削

弱与好奇心之间的纽带而不断加强与社会需求

的联系[5],甚至正在经历一种“时代的断裂”[6],
科学知识生产不再是一种无关效用的“纯粹”研
究活动,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有组织、需要协调

和规划的活动,展现出复杂性、非线性和开放性

等特征。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的大学、

政府机构和 工 业 企 业 等 部 门 都 有 着 自 己 的

R&D组织,它们生产着不同类型的知识,并各

有其侧重点[2](P13)。不同部门的科学,其推动力

是有差异的:它们选择不同的研究课题,资助不

同类型的研究工作,因而根据科学活动发生的

地点,可以把科学粗略地划分为学院科学、产业

科学和政府科学等主要科学类型[2](P49)。具体

而言,那些在大学、学院等学术机构里进行的是

学院科学研究,那些在产业组织(通常是工业企

业)所进行的科学活动被称为产业科学(也称为

企业科学或工业科学),而那些由政府资助并在

政府科研机 构 进 行 的 科 学 研 究 则 是 政 府 科

学[2](P23-43),这三种主要科学类型展现了后学院

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互动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态

势。例如,英国《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2004-
2014)》(Science

 

&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2014)主要从大学基础建设

(university
 

infrastructure)、商业研发创新投资

(business
 

engagement
 

in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in
 

R&D)和政府科学创新(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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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novation
 

across
 

government)等方面进行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7]。在美国,科学研究也

主要分布于基础研究中心(公立和私人资助的

学院、大学和接受捐赠的研究所)、工业研究实

验室和政府内的研究机构,如常设的科学顾问

委员会等
 [8](P64-67)。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

国大学和学院中的科学研究活动、工业科学研

究活动、政府机构中的科学研究活动等均在科

学政策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学术界

与工业界的 科 学 合 作 方 面 进 行 了 更 多 的 投

入[9]。在科学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共同推动下,
在中国,不仅大学等学术机构广泛开展科学研

究,产业科学研究活动也日趋活跃,同时,政府

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科学咨询活动以改善民

生、促进发展。约翰·齐曼将后学院知识生产

机构 划 分 为 “学 院 的”“商 业 的”和 “政 府

的”[1](P93)三种类型,就揭示了上述主要科学类

型及科学家角色各类型并存的现实态势,汉
斯·拉德(Hans

 

Radder)也在《学术研究的商业

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一书中将“自治科学”(autonomous
 

science)和“公 众 利 益 科 学”(public
 

interest
 

science) 看 作 是 与 “商 业 化 科 学 ”
(commercialized

 

science)并 存 的 科 学 类

型[10](P3),也大体上描述了科学研究类型的多元

化现状。
基于科学研究类型的划分,“后学院科学

家”角色的多元样态表现为:科学共同体不再由

学院科学家构成,而是呈现出学院科学家、产业

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并存的普遍

化、常态化图景。不同科学家的研究类型和社

会表现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各自的研究领域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的研究部门,它们

鼓励科学生涯的体制,是各不相同的,其从事科

研的性质也各有重点”[2](P50),学院科学家主要

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产业科学家的科研大部分

是应用性质的,而政府科学家主要致力于公共

产品的研究。当然,科学家角色的划分并不意

味着不同角色类型的科学家之间处于相互疏

离、截然分立的状态,而是在研究类型、动力机

制和成果形式等方面既有差异性又有共通性特

征[11],这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科 学 与 社 会 的 深 层

互动。

  二、不同角色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

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在为满足公

众利益、增进人类福祉的共同目标下开展科学

研究与实践。那么,不同角色类型的科学家具

有什么样的社会表现、动力机制和职能特点?
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 本文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学院科学家:智识旨趣导向的真理探

求者

历史地看,后学院科学产生于学院科学,与
后者交叠,保持了后者的许多特征,执行了很多

同样 的 功 能,并 位 于 极 其 相 似 的 社 会 空

间[1](P82)。也就是说,在后学院科学时代仍留有

学院科学的一席之地,“在许多研发组织中,都
能发现繁荣的学院科学群落”[1](P66-67)。作为智

识旨趣(intellectual
 

interest)导向的真理探求

者,学院科学家既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

科学精神气质,又展现出许多新的职业特点。
 

第一,在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

教学工作。学院科学家主要分布于大学和其他

学术研究机构(例如科学院等),从事教学和科

研工作(也有科学家是专职科研人员,不承担教

学任务),他们“承担着保存过去积累起来的知

识、传授这些知识给学生、贡献各种新知识的任

务”[8](P64),并为工业界和政府部门提供前沿知

识和训练有素的科研人员。不同于以往个体

化、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传统研究模式,当前学

院科学家一般都有自己的科研团队,以集体化

的方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

策驱动的色彩,主要表现为项目研究的计划性

和运筹化特征,经费的主要来源由传统时期的

个人资助转变为政府拨款,例如美国国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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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
都是通过项目委托和课题招标等方式对学院科

学家进行资助。
第二,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传统

的学院科学家从事的是不含任何实际应用目的

的纯理论研究(blue-skies
 

research)[1](P31),在后

学院科学活动中,仍然“至少有10%被称之为

‘纯科学’”[1](P22),这种带有非工具主义色彩的

科学研究,现在一般称之为基础研究,即“实验

性或理论性的工作,目的是为了获取现象和可

观察事实的根本基础的新知识”[1](P23),虽然不

具有直接生产性特征,但往往是创新的源泉。
相较之下,学院科学家更具有相对自主的科研

环境因而更适合进行基础研究,他们主要根据

智识旨趣来评价科学活动[2](P44),“科学共同体

和社会之间默许的‘社会契约’,使学术文化得

以维持”[1](P91)。随着科学实践的深入,迫于经

费压力或学科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学院科学

家开始调整研究布署,逐步增加了对应用研究

的投入,为自己的研究结果申请专利,甚至直接

与企业结盟进行创新项目研究。近年来,各国

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例
如,清华大学科技园自1993年成立以来在加快

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
好地服务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卓越服务。

第三,主要通过发表论文获得学术承认。
“在学院科学中,科学家怀有强烈的动机,期望

对人类知识的公共宝库作出贡献,追求尽可能

快地发表其研究成果”[2](P37),在具有评审机制

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以获得科学共同体的

“承认”。这种承认主要以奖励的形式体现,包
括物质奖励和非物质奖励(职称晋级、获得名誉

学位或者论文被同行引用等),例如科学家获得

诺贝尔奖,既可以得到一笔奖金,更标志着事业

达到科学生涯的顶峰[2](P26)。在后学院科学时

代,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介入了科学研究活动,
科研评估、绩效考核等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家科研

成果产出的“外部”压力,“要么发表要么下岗走

人”(publish
 

or
 

perish)[12]的机制仍然有效甚至愈

演愈烈。对于学院科学家来说,发表论文和申请

课题往往相辅相成,要想使课题申报书在评审中

受到高度的重视,申请者在同行评议中必须显示

出自己有着良好的论文记录,而这些论文反过来

又可以用来获得更多的课题资助和收入[2](P28),
凸显出优势累积的“马太效应”。

(二)产业科学家:科学效用驱动下的财富

创造者

产业科学家主要是指那些受雇于企业研发

部门、接受企业资助、担任企业顾问或者自身创

办企业的科学家。作为效用驱动下的财富创造

者,产 业 科 学 家 被 史 蒂 文 · 夏 平 (Steven
 

Shapin)称 为 “企 业 家 式 的 科 学 家 ”
(entrepreneurial

 

scientist)或“科学家式的企业

家”(scientific
 

entrepreneur)[13](P210)。
第一,主要从事应用性质的科学研究。不

同于学院科学家对理想主义科学观的崇尚,产
业科学家主要采取实用主义科学态度,从事的

是目标驱动型研究(goal-driven
 

research)[14],
更加关注科学的功利性和效用性,绝大部分是

应用研究或技术开发[2](P35)。各国都非常重视

产业科学研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尤其在一些

发达国家,差不多 R&D投入的一半以上来自

产业部门,而且这些投资无疑都是带有商业目

的的[2](P32)。中国关于 R&D经费的投入强度

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

示,2022 年,我 国 全 社 会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迈

上3万亿元新台阶,R&D经费投入强度较快提

升,跃上2.5%的新高度[15]。当然,对应用研究

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基础研究,相反,企
业通过基础研究获得前沿知识,以便能在开发

新产品和新工艺中抢占先机,特别是一些高科

技企业,为了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者

开发更先进的新产品,就要对尖端技术所涉及

的科学问题进行研究以推进技术创新。例如,

IBM阿尔马登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唐纳德·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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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Donald
 

Mark
 

Eigler)于1989年成为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操控单个原子的人[16],由此开启了

纳米科技的新纪元。
第二,主要动力机制是提升企业竞争力。

相较于学院科学家相对自主的研究状态,产业

科学家来自不同的科学王国,其基金资助主要

来自企业战略下的科研合同,主要关注的是为

企业带来具有实际价值的技术进步。他们被纳

入企业战略管理的科层体制中,组成研究团队,
专注于科研成果的技术转让和市场转化,致力

于提升企业的市场效益和经济竞争力[9],因而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展现出企业家的精神气质。
可以说,产业科学家“不仅是真理的代言人,还
是将科学知识变成有形产品、财富和力量的转

化者,被文化上最权威阶层所重视并不断成为

其中的一员”[13](P306)。
第三,科研成果主要通过专利确立知识产

权。产业科学家一旦取得科研成果,往往不会

像学院科学家那样急于发表论文,而是通过申

请专利来确立知识产权,以保护企业经济利益。
“从学术标准看,产业科学的工作可能达不到学

院科学的水平或深度。但是产业科学最注重的

是生产出具体的东西来,而不是论文。”[2](P50)正
如齐曼所揭示的,产业科学是归属性的、局部性

的、权威性的、定向性的和专门性的,这是发展

产业科学必须遵循的重要规范[1](P95)。近年来,
出现了产业科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反常”现象,被称为企业的“开放科学战略”
(open

 

science
 

strategy)[1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许多创新项目产生的知识具有“二元属性”,
即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两种属性,既可以申请

专利又可以发表论文[18]。这种类型的知识生

产普遍存在于大学和企业科学活动中,因而产

业科学家发表论文、学院科学家申请专利日渐

成为当下的一种科研常态。
(三)政府科学家:公共福祉目标下的决策

代理人

从广义上来说,凡是在政府相关政策下开

展的科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政府科学,此处所指

的是狭义上的政府科学,意指“既是政府资助

的,又 是 在 政 府 实 验 室 里 进 行 的”科 学 研

究[2](P40),而政府科学家就是那些受雇于政府科

研部门、主要受政府资金资助的科学家。作为

以增进公共福祉为目标的决策代理人,政府科

学家进行着非常特殊又极为重要的研究活动。
第一,主要从事“基础应用”研究。一般而

言,学院科学家主要生产纯科学或基础科学,产
业科学家主要为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而进行应

用研究,而政府科学家主要进行“基础应用”研
究,“对这类基础研究的支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

信念之上的,即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些基础研

究将会转化为实用”[19]。该类型研究关注多学

科前瞻性和综合性问题,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解

决政策问题的各种科技手段,在提高社会生活

水平方面带来切实贡献,其中大部分研究都具

有范围广泛和长期性的特性[8](P183)。各国都有

从事这些研究的科研机构,例如,联邦科学与工

业 研 究 组 织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是
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政府科研机构[2](P43);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自2007年成立以

来参与了诸如“三峡工程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
“西线南水北调的社会经济影响”等一系列重要

工程的论证研究,为国家科技、社会发展的宏观

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第二,主要致力于“公共产品”等与公众、国

家利益相关的研究和咨询。具体而言,“公共产

品”相关的研究是政府科学家从事“基础应用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该物品具有社会共有或共享的公

共属性,其使用和享受不能仅仅限定于某些人,
它不可以购买或出售,通常商业行为和市场行

为无法处理[2](P41-42)。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的研

究对公众和国家而言具有长远价值,例如航天

探测、天气预报、清洁空气等,这些都依赖政府

科学家的研究活动[20]。另外,一项研究可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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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新产品,但由于短期内其应

用价值并不明显且费用昂贵,企业或个人没有

能力或不愿意承担该研究,在这种“市场失灵”
情况下,一般由政府出资开展研究活动[2](P41)。

第三,主要成果形式为科技咨询报告,也包

括论文和专利。一般而言,政府科学家通过文

职人员任用制度受雇于政府科研机构,其科学

和岗位标准大致上与大学和工业界同类型工作

岗位的标准相同[9](P188)。这就决定了政府科学

家也像学院科学家和产业科学家一样面临着科

研成果产出的压力,他们通过发表论文、出版学

术书籍等方式向社会进行科学传播、分享科研

成果,也根据具体的政府科学政策申请专利以

确立知识产权等。约翰·齐曼指出,“后学院科

学家重新把他们自己看作技术顾问,他们作为

专家顾问的技能除了包含他们对科学问题的把

握,还包含他们在有争议的实际问题上的观

点。”[1](P9)他们有时会组成同行评议组,评议申

请或对拨款项目提出意见,也通过参加临时或

常设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进

行决策咨询,向政府提供科技咨询报告,如美国

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关

于战后科学研究计划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国

关于开展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的咨询报告等。政府科学通常在国家R&D活

动中占有很高比重,但近年来在经费压力下也

在不断拓展资助渠道,如接受非赢利研究机构

或私人的资金等用于从事符合公共利益的合作

科学研究[8](P186)。

  三、“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后学院科学家”包含着学院科学

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
但由于科学和社会的互动日趋复杂,在科学实

践深入展开的过程中,不论是从科学共同体自

身还是从科技治理和社会公众角度,在对科学

家角色进行定位时都存在着一些难题和困境。
第一,科学家角色的错位与异化问题。在

知识逻辑、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错综交织的情

况下,科学家在处理科学自由与社会责任、组织

职责与科学良心等关系时容易选择不合理行为

而产生角色异化问题。例如,以智识旨趣作为

行为基础的学院科学家,以追求真理、拓展知识

为目标,但是当他们以市场主体身份融入企业

研发项目时,必然更多地以效率和效用为工作

动力,从而使科学活动带有明显的竞争性、工具

性和功利性等特点。在此情境下,他们在定位

自身角色过程中会出现以“利益最大化”市场逻

辑僭越知识逻辑的现象。又如,有些政府科学

家在角色定位中过度放大自己科学研究工作所

关涉的行政色彩,将政治逻辑纳入科学研究和

决策过程之中,因而极易出现科学家与政治“合
谋”而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当科学家接受企

业资助进行符合企业利益的定向研究工作或者

进行政府科学研究时,如果将自身角色完全等

同于企业家和政治家,并将市场逻辑和政治逻

辑运用于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当前大学普遍

重视科研绩效管理的背景下,过度的不合理利

益诉求就极有可能导致“重产出、轻质量”、以权

力左右知识生产,进而引发科研诚信问题和科

学的社会信任危机。
第二,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的“越界”问题。

随着后学院科学实践的深入推进,科学场域与

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深度交织,科学共同体的

社会功能日益强大,与社会场域截然二分的传

统边界日渐模糊。在此情境下,科学共同体的

边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由学院科学家共

同体、产业科学家共同体和政府科学家共同体

等组成的亚共同体特征日益凸显,使得科学共

同体在总体上有时以商业共同体的面貌出现,
有时又带有政治共同体的色彩。科学、企业、政
府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场域,遵循的是不同的价

值逻辑,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
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

辑和必然性也不可转化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

那些逻辑和必然性[21](P6),“学院、政府和产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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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单位都被看作起点相同的专门服务的独立承

包商,在资源投标中彼此竞争或联合”[1](P97)。
“为了保证获得被外部的经济和政治主体所控

制的行动资源,研究活动也被特定形式的研究

管理和规划所安排”[22],从而将科学“整合”到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运行逻辑中去。在此背景

下,科学共同体在确证自身的过程中由于与社

会其他场域的跨界而往往出现角色定位不明确

的现象,有时为了自身或组织的利益而忽视公

众利益,甚至摒弃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
第三,科学家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问

题。在后学院科学时代,学院科学是科学发展

的基础环节,为产业科学和政府科学的研究提

供知识基础和学术训练,产业科学主要以市场

价值为导向进行科技创新以促进企业进步和社

会发展,而政府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公众关切

的公共问题。当前,“基于不同的精神气质,完
全有理由认为不同共同体在对待知识的质量标

准上是有差异的”[23],遵循不同规范的亚共同

体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边界,科技

治理中尚未对不同类型科学家角色进行清晰、
合理的角色定位,更缺乏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保

障。显然,产业科学家、政府科学家与学院科学

家具有不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均以对社会的实

际贡献和效用为目标,企业利益的追逐、某些政

治因素的压力,使他们的科研活动、产出和评估

变得异常复杂,“他们既没有祛私利性行为的范

例去仿效,也没有遵守社会客观性的正式标准,
建构性加强(constructive

 

reinforcement)就这

样 让 位 于 解 构 性 衰 退 (deconstructive
 

decay)。”[1](P218)即使是当前的学院科学家,也大

多数处在研究经费和绩效管理的双重压力下,
仅仅依赖神圣学术精神的感召难以对科学活动

进行有效的质量管理。
第四,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问题。在后

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中那些熟悉的传统上

的‘哲学’特征与日常认知能力以及科学知识生

产者之间奇特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难解难分。

注重团队合作和考评制的新‘后学院’研究文化

在哲学上正或好或坏地改变着那些曾认为是永

恒的科学特征。”[24]在此背景下,“后学院科学

家”的多元角色样态尚未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
“媒体上通常把科学家———不管是受雇于大学

的,还 是 受 雇 于 工 业 组 织 的 或 政 府 实 验 室

的———统称为‘教授’”[2](P31-32),社会公众对学院

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的不同角色

特征和社会功能尚未形成深入和清晰的认识。
例如,人们往往基于产业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具

有“效用性”特征更容易受到利益“污染”而对其

信任度降低,甚至对知识资本化现象加以排斥;
有的从政府科学的公众利益攸关性出发而自然

赋予其道德合法性,有的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
为科学与政治“联姻”必然导致科学丧失客观性

传统;也有的基于学院科学的“非实用性”特征

而忽视其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基

础性意义。作为科技协同创新“四螺旋”[25]之
一的公众,其科技态度正成为新时代科学文化

的重要表征,他们对科学家角色定位的误读无

疑会给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带来负面作用,并可

能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稳健

化、合理化推进。

  四、多途径推进“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合理

定位

  后学院科学背景下科学家角色的多元化格

局,意味着科学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转变,
在日益离散的科学系统中合理定位不同类型的

科学家角色,充分发挥其角色的正向功能,才能

在社会中产生良性的角色认同,进而促进更多

的科学家发挥自身角色的最大优势,使科学研

究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最大程

度地增进公共福祉。由此,针对“后学院科学

家”的不同角色类型及其角色定位中存在的问

题,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策思考。
第一,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

任的统一。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政府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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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有不同的精神气质,在行为逻辑上已经突

破了传统科学范式,但是就科学研究的本质而

言,不论哪种角色类型的科学家,对科学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坚守无疑是推进其合理定位自身角

色并作出正确行为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

科学研究类型的开展,都需要以科学精神和道

德精神的统一为内核,促进科学共同体承担公

共责任,“表现为对他人利益与幸福的关怀,为
了公共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自我利益”[26]。
在后学院语境下,学院科学家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晋级竞争和科研绩效等外部压力,产业科学

家和政府科学家以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和效用为

目标,企业利益的追逐、某些政治因素的压力也

使他们的科研活动、产出和评估变得异常复杂。
因此,在科学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当前,不同角色

类型的科学家均应在科学主体的理念下将好奇

心、创造力等因素放在首位[27],学院科学家对

科学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拓展、产业科学家对

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推动、政府科学家对公

共福祉的增进等,这些角色目标必须在科学责

任和社会责任相统一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不同

类型的科学家才能真正发挥各自角色对应的正

向社会功能。
第二,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不

论是学院科学还是产业科学、政府科学,均处于

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自然和社会系统中,
并且与人类的价值密切相关[3]。“专家角色的

不同,所承担的道德、职能权重,以及掌握的专

长也是不同的”[23],因而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整体状况来看,每一种科学类型和科学家

角色不应是排他的和孤立的,而应是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的,在科技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

不同科学类型的特点,给予相应的社会认可和

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并促进其实现相互补充、相
互协调、融合共进的状态,不能固守科学与社会

相疏离的超功利传统,也不能将有效性作为衡

量科学家角色的唯一标准,而应根据不同科学

家角色的社会表现和职能特点采取不同的质量

评价标准和管理方式,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对

科学家角色定位以及科技治理产生误区,“应针

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

不同科研工作类型,有区别地制定评价标准,调
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科研人员的积极性”[28]。
具体言之,我们应积极认识现代科学技术带来

的正向“集体力”,同时也应谨慎反思现代科学

技术带来的负向“集体力”[29],在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下,应不断拓展产业科学研究前沿,同时注

重学院科学家原始创新能力和政府科学家在公

共决策领域中的积极作用,并将这一治理思路

落实于科技实践,不应过度渲染“知识资本化”
价值观,而应给予学院科学家保持科学的神圣

性和“精神实在”的相对自主性,保护科学共同

体得以建立的核心价值和“原动力”。如果“基
础科学屈从于产业化模式,去共享同一套非正

式的质量标准,这种看似同构型的无差别化待

遇,实则是不平等与资本绑架的表现,只会将科

学整体引向腐朽、堕落”[23]。
第三,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

范体系。“随着科学游戏规则的演变,形成科学

精神特质的一套规范及其承诺正在更新。”[24]

默顿规范描述了学院科学的“理想类型”,以一

种形而上的精神旨趣内化为科学家所秉持的价

值观和规范体系,而在后学院科学模式下,科学

知识的生产与其应用紧密关联,也与更广泛的

社会和政治效应密切纠缠[30],“超脱于原先自

治规范与市场秩序的共同体正在形成”[23],亟
需构建与“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相契合的科

学伦理规范以及一些具体的反思性规范、创新

性规范、民主性规范、道德性规范,这些规范“不
仅仅是对科学家的个人道德自律和伦理约束,
而是应当成为扩大的科学———社会共同体的行

为准则”[31]。具体而言,学院科学家主要在相

对自主的状态下从事智识旨趣驱动的知识生

产,可以在默顿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科研

诚信等方面的伦理规制框架,以保护原始创新

基因培育的文化环境。由于产业科学家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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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科学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可以将“负责任创

新”作为规范原则和行动理念纳入科技创新活

动,使产业科学家合理定位“科学从业者+财富

创造者”这一双重角色并积极承担角色责任。
对于政府科学家而言,则可以从“决策代理人”
角度去思考角色合理定位的可能路径,推进政

府科学家在公共产品的研究和政府决策中的

“诚实代理”,“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更

有远见的判断,为国家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

更为准确的依据”[32]。当然,由于后学院科学

的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科学伦理规范并非是

封闭的,“除了需要平衡内部结构,还应该做好

接纳新规范随时介入的准备”[23]。
第四,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

公众对科学社会运行状态的客观认知以及对不

同类型科学家角色特点和社会功能的了解,是
科学与社会互动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要达成这

一目标必须推进社会的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

技治理等措施。一方面,科学教育是促进公众

理解科学、客观认识科学家不同角色类型及其

角色特征的重要途径。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规定,“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
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

用其 分 析 判 断 事 物 和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33],科学教育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

推进,能够促进学生和公众对科学实践真实情

境的理解,使他们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不同类

型科学家的角色特点和功能,进而理性看待科

学与社会的关系,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水

平,为建立科学家的公众信任奠定基础[34]。另

一方面,公众参与科学是现代科技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科技治理

的广度和深度,能够促进公众理解真实情境中

的科学方法、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35],例如,
当前人工智能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应通过适

当的机制促进公众克服“碎片化思维、信息茧

房、虚拟认知错觉”[36]等,提升公众对后学院科

学家角色类型及其社会功能的认知能力和辨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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